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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and Dimension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 Perspective of 
"Homo Urbanicus" Theory 

李经纬   田 莉   周 麟   高 原    LI Jingwei, TIAN Li, ZHOU Lin, GAO Yuan

“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均衡和高品质生活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重要目标。基于“城市人”理论，阐述

“城市人”通过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最优化，达到自存、共存的最高平衡，实现人、社会、经济、环境等的和谐发展，

营造健康美好的人居生活。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空间规划的相关经验，从“集约发展、提质增效” “均衡发展、包容共生”与

“健康发展、和谐美好”3个维度探讨“城市人”视角下的国土空间规划策略，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完

善与发展提供借鉴。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people-oriente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high-quality life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mo urbanicus theory", we analyze 

the significance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people, society, economy and a healthy and beautiful living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pursuit of the highest balance of self-existence and coexistence.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we discuss the spatial 

planning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mo urbanicus" in the following three dimensions: "intensive development, improv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balanced development, inclusive coexistence", "healthy development,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society." It 

concludes with policy implications of improving China’s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

进程持续加速，我国城乡规划与建设水平不

断提高，并取得显著成效。但因国土空间资源

无序、盲目开发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也接连

出现，如土地利用低效、城市蔓延，区域差距

与城乡差距增大，生态环境恶化，公共健康问

题等。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后

期和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阶段，在生态文明

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规划的要求下，原有以增

量开发为主的空间发展模式越发难以适应新

时代的需求。因此，构建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通过空间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来提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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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发展质量，统筹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土空

间开发，缩小区域差距，实现生态文明建设，

体现以人为本，已成为我国城乡规划学科与

实践转型的大势所趋。

近年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受到

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包括对构建总体思路、

目标、规划层级、内容、工作重点的讨论[1-3]，

基于国际先进经验对空间规划的法规体系、

管理体系的建议[4-7]，还有以地方“多规合一”

实践为例，对空间规划体系构建提出的实施

性意见[8-10]。然而，通过梳理文献可知，大多数

研究局限于规划体系的层级、内容，规划整合

的具体方法和策略，偏重技术层面，缺乏对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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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规划内涵和维度的探讨，导致国土空间规划

的应用基础研究滞后于空间治理的客观需求。

为此，本文基于梁鹤年教授提出的“城

市人”理论，结合构建高效集约的国土空间

开发格局、均衡协调的空间结构、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高品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需求，通

过借鉴发达国家空间规划的相关经验，从“集

约发展”“均衡发展”“健康发展”3个维度解

读“城市人”理论视角下的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重构，为转变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模式、实现

空间资源的合理保护和有效利用、完善我国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提供参考与借鉴。

1　基于“城市人”视角的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构建的内涵

“城市人”是我国城乡规划领域的前沿

理论。简而言之，梁鹤年[11]91认为“城市人”

是“一个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

的人”。“理性城市人”以最小气力追求最高

自存/共存平衡，即追求空间机会的最优化，

表现在国土空间规划上就是人通过聚居去追

求空间接触机会的最优化[12]。“城市人”规划

理论的价值观在于发挥人的自存/共存理性，

为个体与群体的美好生活创造最优的空间条

件[13]75，体现“以人为本”的思维范式与价值

取向。

“城市人”规划理论的实践聚焦于研究、

匹配和提升人居的空间机会，其强调的自存、

共存的最高平衡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构的

背景下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即以“以人为

本”去平衡人与生产、人与生活、人与生态的

关系，实现自存/共存的最高平衡，引导各方利

益合理地寻求最佳平衡点，实现国土空间资

源的合理使用和分配。回归到国土空间规划

重构的本源，以人的需求为核心，实现国土空

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空间结构的优化和

空间资源的绿色发展，最终实现国土空间的

治理现代化。

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仍面临土地资源利用

粗放、城乡差距显著、生态环境承载力接近极

限等问题，在社会、经济、环境矛盾日益凸显

的情况下，我国的发展方式势必要完成从粗

放型向集约型、从失衡型向均衡型、从消耗型

向健康型转变。基于此，我们可以从以下3个

维度进行基于“城市人”视角的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重构的解读（图1）。

一是集约发展。国土空间资源开发和保

护的平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源开发利用的

质量和效率，基本原则是在有限的国土空间

上“物尽其用”，谋求最佳的国土使用效率，

这是构建集约高效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首

要逻辑。在“城市人”理论中，“城市人”通

过聚居的模式追求相似的空间接触机会，如

果促使对空间素质要求一致的“城市人”聚

居在一起进行生产、生活，以性能分区取代功

能分区，重新识别城市用地的点和量上的自

身需要（自存）和对别人的影响（共存），可

以促进空间接触机会质与量的提升。演绎到

国土空间规划上，就是运用“城市人”理论，

通过平衡多方利益主体，达到整体共存最优，

提升土地使用绩效，推动城市与区域的高质

量发展。

二是均衡发展。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口、产

业、资本等生产要素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

沿线地区和大城市，产生了经济发展分异、城

乡基础设施差距大等问题。国土空间规划作

为统筹空间资源的工具，应致力于解决上述

发展问题。“城市人”理论强调要按照自存/共

存平衡的原则去匹配典型的“城市人”与典

型的“人居”，将城市人所追求的与人居所能

供给的进行匹配。演绎到国土空间规划上，就

是通过匹配土地与用途去满足居民对生活、

生产和生态的追求，要解决“人—地” “人—

人”之间匹配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就要优

化自存/共存水平较低的地区，通过合理的资

源要素流动，达到需求供给的最佳平衡，促进

区域、城乡的协调发展。

三是健康发展。贯彻落实生态文明理念

是当前国家空间治理的重要任务，空间规划

不仅要关注城市与人，更要关注生态与自然。

国土空间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既要使人感到满

足和满意，同时又要坚持生态优先的理念，所

以人的健康、城市的健康、环境的健康发展是

最基本的要求。“城市人”理论中处理好“自

存（自我保存）”与“共存（与人共存）”的

平衡，为的就是服务于人、为居民创造美好的

人居生活。演绎到国土空间规划上，就是要强

调“以人为本”的规划，以自存/共存的平衡

为原则帮助人们做合理的事情，处理好人与

人、人与自然的平衡，建设宜人的人居环境

（即空间接触机会），实现基于可持续发展的

“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居民提供高

品质的生活。

总体而言，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应基

于集约、均衡、健康的发展理念，对国土空间

资源进行统筹开发与保护，探索“以人为本”

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均衡与高品质生活发

展策略，创造美好的人居环境。

2　基于“城市人”视角的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构建的维度

2.1   集约发展, 提质增效

城市是“人聚居”的现象，“人”与“居”

缺一不可[1]89。如何匹配好城市发展对聚居空

间的需求与资源用途之间的关系，对国土空

间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空间资源的集约

利用是要合理布局、优化用地结构，不断提高

各类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达到社会效益、经

济效益、生态效益的最优化。

“城市人”以获取最优空间接触机会为

生存动机，在通过聚居模式优化自存/共存水

平的同时，提升空间资源利用效率，逐步形成

图1　“城市人”视角下国土空间规划重构的内涵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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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高效的开发格局。同时，高效的资源利用

模式也为聚居的形成提供了良好条件，资源

集约为“城市人”提供更为优质的空间接触

与匹配、更为熟络的接触关系网络和更为稀

少的浪费性接触[14]，提升了城市人获取最优

空间接触机会的概率。伴随着聚居与高效集

约型资源利用模式的相互依托、相互促进，城

市人会不断寻求空间接触机会的最优化，达

到自存与共存平衡点的提升。此时，“人—人” 

“人—地” “地—地”的关系达到和谐共生（图

2）。具体策略如下：

（1）挖掘存量用地，提升空间接触机会

近年来，我国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执行量逐

年下降，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在新一轮城市

总体规划中均秉承集约发展、存量盘活，甚至

是减量规划的理念。对于存量用地的挖掘，如

居住、公共设施、绿色空间等用地功能，可以增

加居民的空间接触机会，补给城市人的供需短

板，更好地响应和满足人的生产、生活需求。

从国际大都市发展经验来看，纽约在应

对土地的供需矛盾中，主要通过对两类土地的

开发来实现存量挖潜。一为棕地开发，如成立

市级棕地规划与开发管理机构，专职执行棕地

修复工作；推行棕地自愿清理计划（The NYC 

Voluntary Cleanup Program），即政策扶持下

的多主体棕地清理运营平台，利用这些修复的

棕地来建设保障性住房等。二为低效利用土地

的再开发，如在交通设施上方建设绿化空间，

满足居民对公园的需求；整合小地块建设保障

性住房，并针对小型开发商、社区公司和非政

府机构提供优惠政策等[15]。显然，上述两类开

发模式的目标即为促进“人—地”自存/共存

的最优平衡，提升“城市人”的满意度。

（2）促进功能组合，最大限度匹配土地

供给与“城市人”需求

科学制定国土空间开发的规模、强度、结

构和布局，是国土开发利用提质增效的重要手

段。“城市人”理论倡导用“以人为本”取代

以功能为本，认为功能分区的规划范式限制了

土地使用效率，应鼓励综合考虑性能和功能相

结合的土地资源分配，即处理好“地—地”关

系。以性能的一致性去混合布局不同功能，最

大限度匹配土地供给与“城市人”需求（如

对安全、舒适、方便、美观等的要求），达到功能

组合效率最优化和资源使用最集约化。

以日本为例，作为一个土地资源紧缺的

国家，其历来重视土地的集约利用。截至2017

年，日本798个城市中，已有超过80%的城市

制定了“集约城市”建设计划，倡议推动中

小城市空间发展的集约化[16]，将行政、商务、

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等功能在一定区域内混

合高效供给，增加居民生活的便利性，提高整

个城市的运转效率，力争以最小的资源和能

源消耗满足居民的需求，即实现“城市人”

以最小力气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最优化。

（3）关注多方利益主体，促进自存/共存

最优平衡

传统的空间规划重在协调空间资源使用

的冲突、矛盾，特别是土地资源相互“打架”

的问题，对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协调

重视不够，难以适应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需

求[17]。与之对应的，“城市人”关注的重点是

“以人为本”，人是土地使用的主体，土地的集

约利用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为居民提供福

祉。因此，在土地集约利用过程中，关注“人—

人”关系，推动多方利益主体达到自存/共存

的最优平衡至关重要（图3）。

例如，日本在2002年进行的“大手町”

再开发，在制定“连锁型再开发”方案时，

坚持地方政府、土地所有者和公民共同参与

的原则，寻求在土地空间的使用和分配中平

衡各种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在不同利

益主体的自存出现矛盾时考虑他们之间的共

存，达到公共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自存

与共存的最优平衡，形成协调一致的共建方

案，进而实现面向所有利益主体的社会公平，

完成城市中心区的重建。

2.2   均衡发展, 包容共生

不同人居①（规模、结构、密度）承载差

异化的空间接触机会，国土空间规划应尊重

人的尺度，按照自存/共存平衡的原则去匹配

典型“城市人”与典型“人居”，最关键的是

在人需要的用途、规模和地的位置、规模之间

匹配，以期推动国土空间保护与利用达到高

质量的均衡。

“城市人”理论的实践集中于一个上令

下达、下情上达的民主规划机制[13]74。规划作

为“上令”起引导作用，首先判断“城市人”

在追求空间机会中自存/共存的平衡点，寻找

低于平衡点的区域，再优化自存/共存水平较

低的地区，如提升“城市人”的空间接触机

会，处理好“人—人”关系；最大限度匹配调

整人与地供需的关系，确保“人—地”关系

均衡发展。人居空间的使用与居民的需求在

自存/共存平衡原则下达到对称，同时提升低

于平衡点地区的自存/共存水平，优化该地区

聚居水平，使得在更大空间范围内走向空间

均衡的状态，满足所有居民对更美好生活的

追求，促进人与城市的包容共生，维护区域、

图2　基于“城市人”理论的“集约发展”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①人居是一种空间现象，人通过空间上的聚居去追求与他人、与天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接触机会[11]。注释

图3　基于“城市人”理论的“多方利益主体”自
存/共存平衡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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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之间的适度公平，实现国土空间的均衡

发展（图4）。具体策略如下：

（1）促进区域合作，向高水平共存发展

区域合作交流可以有效消除区域竞争，

保障局部空间和整体空间的协调发展。国土

空间规划应突破行政区划，探索区域合作新

模式，通过资源共享，增强生产要素和各类设

施可用性，提升“人—人”的空间接触机会，

即“提高区域的自存水平，向高水平共存发

展”，在较大空间范围内形成空间整合的关

系，达到均衡的空间状态。

例如，德国的空间规划作为政府的管控

工具，关注重点在于整个德国区域和社会发

展是否均衡，其中区域合作是均衡发展的重

要手段。其强调要在更大空间范围实现均衡

发展，通过编制跨区域规划来推动城市网络

的构建，促进区域及城乡的合作交流，维护和

协调跨区域利益共享②。同时联邦和州政府为

了保障实现区域合作，设计了相应的保障机

制，包括成立区域委员会，每年都召开制定区

域规划的研讨会议；通过提供政策倾斜、经费

补助、支持项目来促进区域、市镇间的合作等。

（2）统筹资源配置，提升自存/共存水平

目前我国人口、产业向东部沿海地区集

聚的态势不断增强，国土空间的开发需逐步

缩小区域、城乡之间发展的差距。“城市人”

理论认为，自存衍生效率，共存衍生公平，要

想兼顾效率与公平，就要提升“城市人”的

自存/共存平衡水平。通过优化各种要素配置，

推动生产要素从向少数点集聚转为向更多的

点集聚，提升“城市人”的空间接触质量和

机会，优化低水平自存/共存地区，调整城乡差

距，实现均衡发展。

日本为改变战后形成的“一轴一极”国

土空间结构，缓解东京一极过于集中的压力，

在2015年编制的“七全综”中提出“对流促

进型”的国土规划理念，制定了8个广域地方

计划。针对地域的不同特点，利用现代化交通

设施和互联网技术构建城市间的互通互联平

台，推动相邻地域的人才、资本、产业、信息、

文化等资源的双向流动和协作，互补资源短

板，既提高城市的效率，又降低成本。同时提

出将非必要留在东京的企业和人口向周边地

区疏散[18]，吸引更多人口回流农村，利用生产

要素向农村集聚产生的优势，优化“人—地”

低均衡水平地区的发展。

（3）关注落后区域，优化聚居水平

区域差距问题本质上是市场失灵的产

物，需要政府加以调节[19]。空间规划已经从单

纯的技术角色转向公共政策导向，不仅应包

括物质空间规划，还应以社会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为目标，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城市人”

理论中，在规划作为上令的引导下，应优先关

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如提供政策倾斜、资金

支持、优先项目开发等来优化区域聚居水平，

增加空间接触机会，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和质

量，维护区域间的适度公平。

发达国家的空间规划多通过关注欠发

达地区的发展来促进国土的均衡发展。如德

国在《空间规划法（2008）》中明确提出

“应加强局部空间的地区经济增长以及创新

潜力，特别是整体生活水平严重落后于联邦

平均水平的空间，应当改善其发展的先决条

件”。在东西德统一后，联邦每年集中约5 000

亿欧元对原东德地区进行投资，修建基础设

施[20]，通过提升设施的接触机会来改善东德

贫困地区的聚居水平，提升居民均等享用公

共服务的权利。

2.3   健康发展, 和谐美好

不同的人居为“城市人”创造不同的

空间接触机会，而空间接触频率过密会引发

生活空间紧张和环境素质下降。国土空间规

划的最终目标是要达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存

（最佳匹配），这就需要考虑人的健康和环境

的健康，通过健康影响评估和环境影响评估

去辨认空间机会的质量好坏，再反馈到规划

策略中指导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图5）。

“城市人”是以人的理性和物性为基本的

规划理论，追求自存/共存的平衡属于人的理

性维度，同时人类是以人的物性去衡量他们的

物质环境，如追求经济、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

的空间机会。影响评估可以指导规划促进“城

市人”追求正面的空间接触，如优质的空气、

社会交往、绿色空间等，同时避开负面的空间

接触，如各种污染、拥挤和车祸等，以此为居民

创造高品质的生活。“城市人”通过追求最优

的空间机会，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发展，营造健

康美好的人居生活。具体策略如下：

（1）倡导健康优先，促进以人为本

空间规划与公共健康紧密相关，其决

定的城乡建设会对居民健康产生影响，要将

健康问题融入国土空间规划，健康影响评估

（Health Impact Assessment，HIA） 为 规

划师提供了有效路径。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提出健康影

响评估是“评判一项政策、规划或项目对特

定人群健康的潜在影响及这些影响在该人群

中分布的一系列相互结合的程序、方法和工

具”[21]。其重点是关注人的健康，目的是分析

图4　基于“城市人”理论的“均衡发展”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基于“城市人”理论的“健康发展”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②德国在联邦层面除了联邦规划还编制了德国专属经济区空间规划，作为跨州规划；在州的局部地区编制地区规划，作为跨市县规划。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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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对健康的影响，并提出建议反馈到规划

编制中。通过优化居民与各类设施、公共空间

的接触机会，为居民提供健康的生活空间。

HIA可应用于空间规划的各个层面。

如美国北加利福尼亚乡村地区的洪堡县

（Humboldt County）为了减少土地利用开发

带来的健康不公平现象，在总体规划中纳入

HIA。具体是对3个备选的城市方案进行评估，

分析可能会对居民产生的健康影响，其步骤包

括筛查（是否有必要进行评估）；界定范围（确

定健康影响因子）；评估（确定影响是否可能

发生）；报告（撰写报告纳入总规修编，成为

决策依据）；评价（利益相关者参与评估过程，

保证评估被决策者采用）。最终提出如鼓励公

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等相关的促进健康实现

的政策[22]。同时在专项规划层面，美国进行了

“完整街道”项目的健康影响评估，其内容是

评测“完整街道”项目对体育活动、肥胖和其

他与公共健康有关事项的影响（表1）。评估后

的规划明确了通过促进体育活动的开展、提高

机动性和增加获取公共服务的方式来平衡各

个年龄段健康状况的方法，增加居民与设施的

空间接触机会，改善健康水平。

（2）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

共存

我国资源环境承载力几乎接近极限，重

视生态文明建设尤显重要。在国土空间规划

中，应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统筹经

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为可持续发展打造

健康的环境。“城市人”理论认为，人类会不

断地追求与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最大接触

机会，但随着接触机会的增加，人与自然会产

生矛盾与张力，造成各种城市和环境问题。因

此应将环境影响评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帮

助人们做合理的事情，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

坏，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战略环境评价（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SEA）作为环境影响评估的一

种方式，较多地应用于空间规划中。它是对拟议

政策、计划和规划及替代方案所作的环境影响

评价[24]，一般包括社会经济发展、人群健康、生

活和工作的适宜性等多方面内容。德国已经将

SEA纳入空间规划的法规体系以促进其实施，

在《空间规划法（2008）》中明确提出“制定

空间规划（州规划、区域规划）时，应当由负责

空间规划的机构进行环境评估，该评估主要针

对空间规划方案对下列事项可能造成的重大影

响：人群，包括人类的健康，动物、植物和生物多

样性；土壤、水、空气、气候和景观；文化设施及

其他保护项目”。德国的SEA还覆盖了多层级的

空间规划，包括联邦空间规划、州空间规划、区

域空间规划、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建筑规划等，

在不同层次的空间规划中，SEA的内容各有侧

重，互不重复[25]134。

（3）组建跨部门治理机制，促进自存/共

存最高平衡

影响评估是一个综合性的评价工具，应

构建多方参与的工作机制，包括多个部门、多

个专业和多方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在评估的

过程中，充分聆听各方意见，促进多方利益相关

者在追求自存与考虑共存的过程中达到最优平

衡，保障国土空间的科学规划和有效实施。

为了构建HIA的制度，很多国家都建立了

跨部门协调机制。如英格兰成立了副总理主持

的部长级公共健康委员会，并在卫生部门设立

了专门工作组推动跨部门合作；芬兰成立了由

社会事务和卫生部常务秘书长牵头的跨部门

公共健康委员会，负责推动跨部门合作、制定

全国公共健康计划和实践等工作[26]。同时，美

国的HIA实现了跨学科、跨专业交流，通过公

共卫生、城乡规划、环境、社会学等多学科合

作，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撰写最终的书面

报告。为了促进SEA的实施，德国也依靠部门

合作采取有效的保障措施。法律规定除了拟议

规划、环境和公共健康部门，相关的公共行政

管理机构、区域协会、地区规划的承担者、专业

规划部门等所有与环境有关的各类协会都需

要参与环评过程[25]135。多部门合作有利于解决

规划制定过程中多方利益主体的冲突和矛盾，

也有利于最后反馈到规划决策的实施中。

3　结语

“城市人”理论在新形势下为国土空间

规划的重构指明了发展方向，其强调的“以人

为本”的价值观与国土空间发展的最终目标高

度契合。“城市人”理论指出以人的理性的需求

共识与人的物性规划匹配为基础，以自存/共存

的平衡为原则寻求国土空间资源整体效益的

最优化，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原则。人居空间

的使用和分配与居民的需求和权利在平衡的

原则下得以和谐，即通过处理“人—人”“人—

地”“地—地”的自存/共存平衡创造最高的社

会价值，实现国土空间的安全、舒适、方便。同

时，在“城市人”的规划范式中，“上令下达，下

情上达”的规划机制会使得规划的目标更加清

晰、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更加精确，有利于构建更

加科学、合理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基于“城市人”理论，国土空间规划应

以“集约发展，提质增效”为目标，挖掘存量

用地，形成以存量发展为主的国土空间开发

模式，提高各类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实现高

质量发展；以“均衡发展，包容共生”为策略，

构建区域合作机制，通过对劳动力、资本、土

地等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调整，实现资源最优

配置，并通过政策倾斜带动西部落后地区发

展，实现高水平均衡；以“健康发展，和谐美

好”为导向，推动健康影响评估和战略环境

评估的实施，构建城乡规划、公共健康、环境

等部门的协同治理机制，达到人与自然的和

成果分类 相关指标 评估方法

体育活动 体育活动
（持续时间，频率）

体育活动的电子评测手段
（加速度计，GPS）

对体育活动的观察（通道和行人计数）
体育活动的自我评价方式（调查，采访）

健康情况 哮喘、2型糖尿病、慢性疾病、肥胖 医院的记录
州/当地卫生部门

表1  街道健康影响评估常见的做法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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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共存，实现高品质生活。

“以人为本”是国土空间规划关注的核

心，国土空间规划通过合适的人的理性和物

性的聚居模式来提升空间上的接触机会，按

照人的正常理性和共通物性去创造、维护和

管理国土空间资源。在重构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的今天，“城市人”规划理论正在得到越来

越多业界同仁的认可，这将为新形势下国土

空间规划事业注入新的生命力，为完善我国

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提供新颖的视角，成为

提升中国规划影响力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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